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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候变化受到全球关注, 大气 CO2 含量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

活跃碳库, 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根本的机制就是生物固碳. 然而, 海

洋浮游植物光合固碳量远远大于海洋调节大气 CO2 的能力和容量. 本文指出, “固碳”不等于

“储碳”, 只有长期储存在海洋中的那部分碳才能对气候变化起到调节作用. 但已知的海洋储

碳机制(包括依赖于理化过程的“溶解度泵”以及依赖于颗粒有机碳沉降的“生物泵”等)并不能

解释海洋碳汇有关的若干现象和问题. 究其原因, 还在于没有认识占海洋总有机碳 90%以上

的溶解有机碳(DOC)的形成机制. 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基于微型生物对DOC转

化并形成惰性 DOC(RDOC)的微型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 MCP)储碳机制、探讨了

海洋碳汇研发所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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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CO2 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成为当

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业已引

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早在 1992 年联合国大会就通

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一次把全面控

制 CO2 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

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纳入国际法框架. 2005 年 2 月

16 日,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首次以法规的形式

限制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CO2 减排是政

府控制温室效应的主要措施, 而固碳过程以及储碳机

制则是科学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 2001 年, 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全

球环境变化国际人文因素计划(IHDP)和生物多样性国

际计划(DIVERSITAS)联合启动了全球碳计划(GCP), 

将碳循环研究推向新一轮高潮 . 我国 CO2 排放量

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政府已郑重承

诺到 2020 年单位 GDP 的 CO2 排放量减少到 2005 年

的 40%~45%. 2011 年进一步落实为 2015 年单位 GDP

的 CO2 排放量比 2010 年下降 17%, 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减排增汇(减少 CO2 排放、增加 CO2 吸收和储藏)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共识.  

增汇的方式很多, 包括物理方式、化学方式和生

物方式. 最经济、安全、有效、“和谐”的方式当属

生物储碳, 因而, 生物固碳过程与储碳机制已经成为

当前研究热点[1].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是地球

上极为重要的碳汇. 海洋每年从大气中净吸收大约

22 亿吨的碳 , 业已吸收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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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的~48%[2], 发挥着全球气候变化缓冲器的作用. 

本文着重讨论海洋储碳的生物学过程与机制及其存

在问题 , 指出“固碳”不等于“储碳”, 论述海洋储碳

中微型生物的重要作用和新近认识的“海洋微型生

物碳泵”储碳机制 ; 展望海洋碳汇研发所面临的挑

战及前景.   

1  已知的海洋固碳-储碳主要机制及存在的
问题  

海洋吸收大气 CO2 的已知机制主要包括“溶解度

泵(Solubility pump)”、“碳酸盐泵(Carbonate pump)”和

“生物泵(Biological pump)”(图 1). 溶解度泵的原理在

于 CO2 在海水中化学平衡以及物理输运. 尤其是低

温和高盐造成的高密度海水在重力作用下携带通过

海气交换所吸收的 CO2 输入到深海, 进入千年尺度

的碳循环, 构成了海洋储碳[3]. 与溶解度泵相关联的

碳酸盐泵主要基于海水 CO2 体系平衡和碳酸盐析出

及沉降[4]. 值得注意的是碳酸盐析出会放出等当量的

CO2, 只有碳酸盐的沉积才构成储碳[5]. 生物泵指的

是海洋中有机物生产、消费、传递等一系列生物学过

程以及由此导致的颗粒有机碳(POC)由海洋表层向深

层乃至海底的转移过程[6,7](图 1). 这个过程由浮游植

物光合作用开始, 沿着食物链从初级生产者逐级向

高营养级传递有机碳, 并产生 POC 沉降(例如, 浮游

动物的粪便“打包效应(Packing effects)”可以抵御微

生物降解而更有效地沉降), 从而将一部分碳封存在

海洋中长期不参与大气CO2循环, 起到“海洋储碳”的

作用. 整个过程由生物主导、并借助沉降作用把碳

“泵”到海洋深处, 所以称之为生物泵[7]. 生物泵与上

述理化过程机制是相互关联的: 海-气 CO2 分压差

(pCO2)驱动海水吸收 CO2、初级生产者固定 CO2 生产

有机碳与碳酸盐体系相互制约. 特别是, 钙质浮游植

物颗石藻(Cocolithophorids)等生物生产过程同时涉及

生物泵和碳酸盐泵, 其有机质的生产吸收 CO2, 属于

生物泵; 而其颗石的生产属于碳酸盐泵[5]. 不同的机

制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 例如, 溶

解度泵在北大西洋和南极海区非常高效, 而在中、低

纬度的海区则效率不高, 因为海洋水柱有显著的层

化作用, 阻碍了水体混合和输运, 表层海洋所吸收的

CO2 不能有效地进入深海. 而这种情况下, 基于生物

泵形成的 POC 沉降可以突破海水层化作用, 构成了

表层向深海碳转运的主要机制.  

海洋生物泵对于海洋固碳与储碳至关重要, 如 

 

 

图 1  海洋固碳与储碳的主要过程 
左侧示生物过程, 右侧示物理过程. 据文献[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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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生物泵作用, 大气 CO2 将比现在的含量高出

200 ppmv(1 ppmv=1 L/L)[8]. 海洋生物泵研究已有

30多年历史. 从 20世纪 80年的末启动的全球海洋通

量联合研究计划(JGOFS)对真光层输出生产力、新生

产力的大量观测, 到 21 世纪以来 VERTIGO 计划对

弱光层(Twilight zone)进一步的研究[9], 海洋学家为

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 运用了沉积物捕集器

(Sediment traps)、15N 同位素示踪实验法以及 234Th 同

位素平衡法等手段获取了大量的实测数据, 为认识

海洋碳循环、海洋储碳、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做

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 时至今日, 海洋生物泵的研究仍然面临着

许多难题. 例如: 河口等高生产力海域为什么常常是

CO2的“源”(释放 CO2)而不是“汇”(吸收 CO2)
[10,11]? 浮

游植物作为有机碳的生产者, 为什么除了近海以外

其分布与有机碳浓度的分布趋势并不一致[12]? 为什

么生物泵通量沿水深增加会迅速衰减、减少的碳到哪

里去了、不同形式碳之间是怎样分配的? 怎样完整地

认识海洋生物泵? 怎样评估生物泵的储碳效应? 贫

营养海区常常是异养的(异养生物量高于自养生物量, 

甚至是呼吸速率高于光合作用速率), 怎么能够储碳? 

为什么在“生物泵”机制尚未形成的新元古代, 地球

海洋却积累了迄今已知的最大有机碳库[13]? 在实践

上, 已知的机制尚很难用于增加海洋碳汇. “溶解度

泵”不是研发对象(CO2溶到水里与水反应构成碳酸体

系, CO2 增加会导致化学平衡移动, 产生海洋酸化等

生态灾害). “沉降生物泵”可以通过人工施肥促进(例

如高氮低叶绿素(HNLC)海区添加微量元素铁), 但不

适合于近海, 因为近海水体混合扰动强烈、POC 再悬

浮、使沉降过程受限; 更重要的是近海营养盐较高甚

至已经富营养化, 再施肥会引发生态灾害(如“赤潮”). 

即便在外海也不能轻易施肥驱动“生物泵”, 因为有

不少实际问题(造成低氧层、酸化层、赤潮毒素、多

样性破坏、生态失衡等)尚未解决.  

2  固碳不等于储碳 

海洋真光层的浮游植物光合作用, 每天从大气

吸收的碳超过一亿吨[14]. 尽管浮游植物固碳量如此

之巨, 由于所形成的 POC 在沉降过程中不断被降解, 

真正沉降出真光层的 POC 不足表层初级生产力的

15%, 而到达海底被埋葬的 POC 只有初级生产力的

0.1%[15]. 可见, 生物泵的效率并不高, 所储的碳量远

远小于固定的碳量. 显然, 固碳不等于储碳.  

生物固碳和储碳有密切的联系, 但也有本质的

不同. 前者众所周知, 只要生物把 CO2 转化为有机碳

就实现了生物固碳. 然而, 生物固定下来的有机碳可

以很快被降解矿化再次形成 CO2 返回到大气中去, 

对调节大气 CO2、缓解气候变化没有实质性作用. 生

物储碳指的是把碳长期与大气隔离的生物学机制 . 

就气候变化而言, 短时间固碳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碳离开大气的时间十分关键. 陆地上的生物储碳界

定年限大致为 20 年[16], 而海洋方面全球通量联合研

究计划的基本共识是 100 年.  

尤其在近海, 固碳不等于储碳、营养盐浓度高不

见得生产力就高, 生产力高也不等于有更多的碳被

储存. 海洋环境中超出生态平衡的过量固碳导致有

机物质大量增加反而成了培养细菌的温床, 而细菌

的大量滋生不仅很快就把固定的有机碳呼吸成为

CO2 再返回到大气中去, 而且消耗大量的氧气, 使得

生态系统缺氧, 动物受害甚至死亡. 死亡的动物尸体

进一步被细菌分解, 进入恶性循环. 在缺氧的环境下, 

厌氧细菌得以发展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 包括

甲烷、硫化氢等, 有害气体进入大气要么加剧温室效

应、要么造成环境灾害. 这种效应小则表现为富营养

化、赤潮频发、水质败坏、出现大面积缺氧区、渔业

资源遭到破坏、导致沿海经济受损; 大则影响气候变

化, 甚至引发灾难. 有证据表明地球历史上的生物大

灭绝与此有关[17,18].  

因此, 维持适当的营养盐水平而避免富营养化、保

持较高的生产力而避免出现缺氧区是保持较高储碳

能力和生态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就生物泵效

率而言, POC 在被降解之前能够沉降多深是这部分碳

能否被储存的关键[19], 如果沉降深度不够大, 意味着

POC 在上层海洋就会被降解并形成 CO2 而很快返回

到大气中, 对调节气候变化没有贡献. POC 的沉降速

率及其可降解程度取决于 POC 的性质以及沉降过程

中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20,21]. 包括细菌、古菌以及

噬菌体(病毒)在内的微型生物在 POC 的转化过程中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微型生物作用结果不仅是

将有机碳转化为CO2, 而且也会产生惰性溶解有机碳

(RDOC), 使有机碳进入海洋碳循环的慢速循环(图 2). 

初级生产力形成的绝大多部分有机碳都经过快速循

环, 在海洋中的滞留时间从几小时到数月、至多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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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洋中碳循环的快速循环(左侧)与慢速循环(右侧)示
意图 

只有沉降到海底或者进入慢速循环的碳才起到长期储碳的作用[22]. 

P, 光合作用; R, 呼吸作用; PT, 光化学转换; AA, 聚集和吸附; OC,  

有机碳 

之后即返回到大气中. 只有通过 POC 沉降到深海或

者经由微型生物主导转化形成 RDOC(详见下“微型

生物碳泵”)进入慢速循环, 才能起到储碳的作用.   

3  海洋固碳储碳中微型生物的重要作用 

海洋微型生物是一个生态学概念, 指的是个体

小于 20 m 的微型浮游生物和小于 2 m 的超微型浮

游生物, 包括各类自养、异养、真核、原核的单细胞

生物以及没有细胞结构但有生态功能的浮游病毒/噬

菌体. 海洋微型生物个体虽小, 但数量极大, 每升海

水中生活着相当于全球人类数量的微型生物. 近 30年

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 微型生物功能类群的新发现接

踵而至: 聚球藻(Synechococcus)[23]、原绿球藻[24]、海

洋浮游古菌(Archaea)[25]、浮游病毒(Planktonic virus/    

phages)[26]、好氧不产氧光合异养细菌(Aerobic Anoxy-        

genic Phototrophic Bacteria, AAPB)[27]、含视紫质细菌

(PR)[28]、海洋厌氧氨氧化细菌(Anammox bacteria)[29]、

深海固碳古菌和细菌[30,31].  

微型生物新功能类群的不断发现极大地改变了

以往对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认识: 以往被忽

视的微型生物是全球海洋生命有机碳的主体组分、是

海洋生态系统碳流和能流的主要承担者. 例如, 只有

0.7 m 的海洋原绿球藻是个体最小、数量最多的原核

光合自养生物(图 3). 尤其是在浮游植物生长受到严

重限制的贫营养大洋原绿球藻发展的最好, 丰度达 

 

图 3  超微型自养原核生物原绿球藻的优势分布区域(黄绿-
浅蓝色)占全球海洋面积的重要份额[32] 

0~50 m 平均 

每毫升 10 万个细胞, 是热带亚热带贫营养海区的主

要初级生产者[32]. 微型生物常具有特殊的生态功能, 

例如, 原绿球藻具有迄近发现的所有自养生物所不

具有的一类光合色素(Divinyl chlorophyll), 可在极弱

的光照条件下进行高效的光合作用, 其生产力占总

量的比例在大洋真光层深处达 90%[33]. 微型生物常

常具有更小的营养吸收半饱和常数、更高的生产效

率、更具有竞争力; 在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当

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新近研究表明, 原绿球藻这

类本来被认为“non-sinking”的超微型生物与粒径较

大的浮游植物具有同等重要的贡献[34].  

一直以来, 海洋中的光能利用被认为是浮游植

物(藻类)通过产氧的光合作用机制来实现. 而实际上, 

海洋中还存在着某些细菌所拥有的不产氧的光合作

用途径. 例如, AAPB、以及含有视紫质的细菌和古菌. 

AAPB 代表了迄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对海洋碳循环

有重要作用的微型生物类群[35]. 由细菌和古菌承担

的不产氧光能利用途径的发现, 意味着我们必须对

建立在产氧光合作用基础上的海洋碳循环和能量循

环理论重新认识[36,37]. 最近研究发现, 古菌在颗粒碳

的分布和物质通量上占有特殊地位 , 古菌类群与

CO2、甲烷等温室气体密切关联. 特别是, 古菌可以

在无光的深海固定 CO2, 真光层以下大约 83%的浮游

古菌具有自养功能 [38,39], 其贡献相当于真光层新生

产力的量[30]. 这种“无光固碳”, 打破了“万物生长靠

太阳”的千年古训.   

微型生物特殊功能的认识导致一系列新概念、新

理论的提出, 正在推动着学科迅速向前发展. 例如: 

认识到微型生物与 DOC 的关系, 导致了“微食物环

(Microbial loop)”[40]概念的提出, 改变了对细菌基本

功能的定位: 异养细菌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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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分解矿化呼吸, 异养细菌吸收 DOC 并将其转

化成自身 POC、从而将碳向高层次营养级传递, 构成

了海洋碳循环的重要一环. 又如, 海洋浮游病毒作为

海洋中数量最多的生命粒子(可达到每升 1010), 一个

重要的生态作用是作为其他微型生物的消费者, 使

得许多浮游生物细胞成为无内容物的“ghost”, 同时

把微型生物 POC 转化为 DOC, 形成了“病毒环/病毒

回路(Viral shunt)”[26]; 高达 50% 的细菌死亡率由病

毒引起, “病毒回路”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的途径, 病毒回路的存在可使系统中的

呼吸和生产力较无病毒的系统高出约 1/3[26].  

进入新世纪以来, 海洋微型生物研究取得了长

足发展, 2004 年, 美国科学家在大西洋的正常海水中

发现了 148个潜在的全新物种和 120万个可能的新基

因 [41], 被 Science 评为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 Nature 

2007 年发表了微型生物生态学(Microbial Ecology)专

辑、海洋专业学术期刊 Oceanography(2007)发表了微

型生物专辑(A Sea of Microbes)、Science(2008)发表了

数篇微型生物综述文章、Nature Insight(2009)发表了

微型生物海洋学(Microbial Oceanography)专辑, 2010

年 Science 杂志封面报道微型生物与 DOC 的关系, 

2011 年 Science 出版了“海洋微型生物碳泵”增刊[42]. 

这些都表明微型生物这个新兴学科正在迅速崛起.  

总之, 微型生物是隐藏在海洋中的巨人[37]. 它们

是海洋生物量和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 是物质和能流

的主要承担者; 它们具有最高的生物多样性, 是生命和

非生命系统联系的关键环节, 是生源要素循环的主要

驱动力. 微型生物不仅与 POC 碳库有关, 更与 DOC 碳

库有关. 最近, 基于 AAPB 生态分布规律的认识, 提出

了基于惰性 DOC 生产的“海洋微型生物碳泵”储碳机 

制[22,43], 再次印证之前提出的一个论断“微型生物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海洋在调节气候变化中的作用”[44]. 

4  我国的研究进展及“微型生物碳泵”理论  

我国的海洋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 但

近十几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 , 这里仅就“固碳与储

碳”主线举例说明从方法学研究到认识自然现象及其

调控机制、再到提炼科学理论, 层层突破、不断深化

的发展过程: 20 个世纪 90 年代初, 从初级生产力“结

构”入手研究碳循环的生物学过程[45], 认识到微型生

物在近海的重要性[46,47]; 进而聚焦重要微型生物功能

类群, 包括具有特有色素 DVChl a 的超微型生物原绿

球藻和具有细菌叶绿素的 AAPB; 发现原本分布于热

带亚热带大洋贫营养海区的原绿球藻在西太平洋温带

宽陆架浅海的大量存在[43]、揭示原绿球藻举足轻重的

生态地位、对环境变化的指示意义[48,49], 并据以探讨

三峡大坝对东海生态系统的可能产生的影响[50]; 建立

了包括细菌叶绿素、视紫质介导的不产氧光能利用在

内的上层海洋碳循环新模型[51](图 4); 纠正了长期存

在的方法误区实现了 AAPB 的准确定量[52]、查明了

AAPB 全球尺度上的分布格局[50]、阐释了 AAPB 分布

规律上理论推测与实际分布不符的原因, 指出 AAPB

等不产氧光合作用对海洋碳汇至关重要[43,50,53]; 在此

基础上, 揭示了微型生物的碳分馏转化效应, 进而认

识到微型生物主导的由低浓度活性碳库向高浓度惰性

碳库的碳泵功能, 即“海洋微型生物碳泵”[22,43,54].   

海洋中 DOC 碳库比 POC 碳库大得多, 占海洋总 

 

 

图 4  包括细菌光能利用在内的上层海洋碳循环模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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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库的 90%以上. 按照生物可利用性可将 DOC 

分为三类: 很容易被降解的活性 DOC(Labile DOC, 

LDOC)、可被缓慢降解的半活性 DOC(Semi-Labile 

DOC, SLDOC), 以及难以被生物降解的惰性 DOC 

(Recalcitrant DOC, RDOC). 海洋中 LDOC 的浓度通

常为 nM 级, 滞留时间只有几分钟到几天, SLDOC 能

够在表层海水存在几个月到若干年, 而 RDOC 可在

海洋被长期储藏, 其周转时间在现代海洋中大约为

5000 年, 在地球历史上某些时期则在万年时间尺度. 

海洋中累积了大量的 RDOC, 现代海洋中 RDOC 的

储量约为 6500 亿吨碳[55], 可与大气 CO2 的碳量相媲

美, 是一个巨大的碳汇.  

那么, “海洋中的 RDOC 是怎么形成的”就成为关

注的焦点. 新近研究表明, 海洋中数量巨大的微型生

物是海洋 RDOC 的重要来源[43]. 长期培养实验证实

细菌可以把 LDOC 高效地转化为 RDOC[56]. 细菌

RDOC 包括朊蛋白、肽聚糖、脂质体类似物质、甲基

氨基糖类、N-乙酰氨基糖类、聚脂多糖以及某些 D

型氨基酸等等. 微型生物被捕食或被病毒裂解的过

程也可以产生 RDOC. 微型生物的这种过程将低浓

度的 LDOC和 SLDOC有效地吸收利用除了提供生长

代谢所需的碳源和能源之外, 还将一部分碳转化形

成 RDOC、并逐渐积累形成巨大的 RDOC 碳库, 就象

抽水泵把水从“低水位”(低浓度)的 LDOC 和 SLDOC

碳库抽到“高水位”(高浓度)的 RDOC 碳库, 故称之为

“微型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 MCP)”[22,54] 

(图 5). 与经典生物泵依赖于 POC 的沉降机制不同, 

微型生物碳泵不依赖于沉降过程, 而是依赖于微型

生物的生态过程[22,43].  

MCP 不仅把 LDOC 迅速吸收并部分转化为

RDOC, 维持着一个巨大的海洋有机碳库, 而且在这

个过程中对海洋溶解有机物的组分进行了改造: 活

性溶解有机物中的碳:氮:磷比值是 199:20:1, 而惰

性溶解有机物中的碳:氮:磷比值是 3511:202:1[57], 

也就是说, MCP 相对多地保留碳在有机形态、相对多

地释放氮磷到无机形态. 而无机氮、磷正是浮游植物

等初级生产者所需要的. 因而, MCP 不仅有“储碳”作

用, 而且促进营养再循环, 促进海洋初级生产力[22,54] 

(图 6). 与经典生物泵相比, MCP 不受沉降与再悬浮

等物理过程影响, 可以在任何水层存在; 与溶解度泵 

 

 

图 5  海洋碳循环的主要生物学机制 
绿色示“生物泵”(Biological Pump), 黄色示“微型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 MCP). 据 Jiao 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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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海洋微型生物碳泵”储碳效应示意图——微型生物生

态过程储存碳、释放氮磷[54] 

相比, MCP 的产物 RDOC 不存在化学平衡移动、不会

导致海洋酸化. 由于 RDOC在海洋中周转慢, 储藏时

间长, 不会象“溶解度泵”那样引起生态系统的剧烈

变化. 同位素证据表明在地球历史上存在巨大的海

洋 DOC 碳库, 这种海洋碳库的波动与古气候变化有

密切的关联[13,58~60]. MCP 在地史过程中可能发挥过

比现代海洋中更大的作用, 认识其过程机制将对反

演古气候、预测未来变化大有裨益.  

针对上述已知机制无法回答的科学难题, MCP

理论指出, “固碳≠储碳”, 初级生产力水平高不等于

储碳量多. 在河口以及浮游植物大量繁殖的富营养

海区, 尽管初级生产力量值很高、沉积物中有机物的

量很大, 但所形成的有机碳的主要成分都是活性的,

在富营养条件下大部分很快就被异养过程呼吸转化

为 CO2, 对“储碳”没多大贡献. 陆源输入的有机碳也

可以在河口海生有机碳的促进下被呼吸释放CO2; 浮

游植物生物量与海区储碳量也不成正比. 所以这些

海区不见得是大气的“汇”(吸收 CO2)、而常常是“源” 

(释放 CO2). 海洋中可测到的溶解有机碳绝大部分是

经由 MCP 转化之后的 RDOC. 大洋海区虽然生产力

水平低, 表观上呼吸作用甚至超过光合作用, 但因伴

随着呼吸作用 MCP 将活性有机碳转化为惰性的

RDOC, 构成了储碳. 在新元古代, 地球海洋中还没

有进化出多细胞动物, 没有浮游动物的“打包效应”, 

经典生物泵尚未形成; 但有细菌、蓝细菌、古菌、病

毒等微型生物, 正因为没有捕食者, 它们得以极大地

发展、使海洋中充满了微型生物. 同时, 病毒不断地

将微型生物裂解转化为DOC(包含一部分 RDOC). 如

此, 在 MCP 的持续作用下 RDOC 不断积累, 形成了

巨大的有机碳库.  

对这些科学难题的回答形成了超常规的海洋增

汇思路: 通过减少陆地施肥/排污来促进近海储碳效

率. 即, 在近海富营养化的情况下, 减少营养盐输入, 

维持生产力-呼吸水平最佳平衡以及活性有机碳向惰

性有机碳的最大转化, 降低储碳成本、达到“固碳”-      

“储碳”效应最大化. 这将是一个成本低、无风险、可

实施、有多重效益的增汇途径[61].  

鉴于 MCP 的重要性, 国际海洋科学研究委员会

(SCOR)为此设立了“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科学工   

作组(Microbial Carbon Pump in the Ocean)SCOR- 

WG134(http://www.scor-int.org/Working_Groups/ 
wg134.htm 和 http://mme.xmu.edu.cn/mcp/). MCP 被

Science 评论为“巨大碳库的幕后推手”[62]; 国际海洋

湖沼与海洋科学促进会(ASLO)遴选 MCP 为“ASLO

前沿论题”; 2011 年 Science 出版了 MCP 增刊(http:// 

science.imirus.com/Mpowered/book/vscim11/i2/p1). 最 

近美国学者发表文章指出 MCP 理论同样适合于陆

地土壤[63,64], 从而 MCP 理论的应用覆盖了主要地球

环境.  

5  MCP 与经典生物泵的比较  

与生物泵相比, MCP 不受水深和再悬浮的影响. 

传统生物泵依赖的是碳的垂直运输, 只有把 POC 转

移到深海或者埋藏在沉积物中才能起到储碳作用 . 

而 MCP 依赖的是 RDOC 的形成, 这个过程可发生在

包括真光层在内的任何水层. 生物泵的驱动力是碳

的固定和沉降, 而 MCP 的驱动力是碳的惰性转化. 

MCP 产生的 RDOC 可以在近海积累, 也可以随海流

输出到大洋, 进入长周期储碳. 要全面了解陆架边缘

海固碳储碳能力和潜力, 必须开展 MCP 与生物泵同

步研究. MCP 与经典生物泵互补, 涵盖了“沉降”和

“非沉降”过程, 构成了关于海洋储碳的生物学机制

较全面的认识. 这两种不同机制的重要性会随着时

空而改变. 沿着水深梯度, 在真光层生物泵的 POC

输出通量超过 MCP 的储碳通量, 而在真光层之下

POC 迅速衰减、但 MCP 变化不大、RDOC 持续生成. 

沿着营养梯度, 从富营养到寡营养海域, 生物泵介导

的 POM 输出效率逐渐降低, 生物群落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是蓝细菌、异养细菌以及古菌, 初级生产力的很

大部分以 DOC 的形式产出, 其中的一部分会最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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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 RDOC. 因此, MCP 在寡营养体系中作用相对更

重要. 当一个系统从较高的生产力转化为较低的生

产力的时候, MCP 以及生物泵介导的 POC 输出之间

的相对重要性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 海洋升温将加剧海洋层

化、减弱水柱混合, 从而减少来自深水向真光层的营

养盐补充, 使得表层水更加贫瘠. 在这种情况下, 初

级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结构将发生变化, DOC 比例上

升、POC 比例下降. 气候变化引起的生物泵和 MCP

的变化可能是惊人的, 这一点可以从南极罗斯海和

亚热带的马尾藻海的对比研究略见一斑: 罗斯海初

级生产力的 89%以 POC 形式存在, 而马尾藻海初级

生产力的 86%流向 DOC[65]. 由此推知, 气候变暖将

削弱基于 POC 沉降的经典生物泵, 而基于 DOC 的

MCP 的重要性将增强. MCP 理论为 RDOC 的产生及

其调控机制、全球变化可能引发的海洋生态系统不良

后果提供了可验证的假设情景. 由于人类造成的大

气 CO2 增加将会对海洋中的化学状况产生影响, 特

别是对微型生物在海洋中的结构分布, 多样性以及

功能产生巨大影响, 这一影响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

的挑战. CO2 以及海洋温度的同时升高会增强微型生

物的活性, 使得 DOC 周转更快. 由于我们对海洋碳

分馏的过程及其影响机制了解不多, 所以, 深层次的

多学科交叉渗透就显得非常必要.  

6  MCP 研究需要学科交叉、古今结合  

MCP 是一个涵盖复杂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理论框

架. MCP 的研究涉及生物学、生态学、地球化学、物理

海洋学、海洋沉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需要应用先进

的技术手段、需要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 例如, 微型

生物碳源利用方面, 不仅需要现场生态学调查, 而且

需要室内生理学实验; 不仅需要研究其生理生态学

过程, 还需要研究其分子生物学机制; 从细胞水平到

群落水平, 从功能基因, 到环境基因组学、到蛋白质

组学. 又如, RDOC 的分析方面, 不仅需要测定 RDOC

的量值, 还需要了解RDOC的组成; 不仅要用先进的

分离测定技术, 还需要根据化学信息学方法, 推演数

以千计的 RDOC 组分. 再如, RDOC 是一个相对于环

境特性和生物特性的概念 , 环境变了、生物变了 , 

RDOC 的内涵也就变了. 例如, 在真光层, AAPB 这

类功能微型生物群对有机碳的利用有很高的选择性, 

这就意味着对于 AAPB 来说有更多的 RDOC 留在水

中不被利用 . 相反 , 深海中的古菌比例较高 , 而

RDOC 是深海主要的 DOC 组分, 古菌可能具有利用

其他细菌不能利用的碳源的能力, 因而对应于古菌

的 RDOC 可能相对较少. 对于种属特异性和功能类

群特异性的 RDOC 的研究能够加深对有机碳在海洋

中存在、转移、转化等过程的理解. 另外, 海洋中的

RDOC 可能还有其他来源, 在研究 MCP 的时候, 应

注意到这一点. 还有, RDOC 不能只看年龄, 来自海

底的“Old DOC”不一定都是 RDOC, 因为这些年龄老

的 DOC 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被细菌古菌利用, 很快就

转化为无机碳.  

值得指出的是, 气候变化难以通过实验证实, 但

可以通过历史分析来反演. 同位素证据表明在地球

历史上存在巨大的 RDOC 碳库, 海洋碳库的波动与

古气候变化有密切相关[17,18,60]. 海洋 DOC 碳库在地

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着一个类似“调和-反馈”的角色, 

在稳定的地质时期对气候变化起“平衡”作用; 在地

质突变发生时起“响应-缓冲”作用; 在地质突变后产

生“调节-反馈”效应. 伴随着“地质事件”随之而来的

是“生物演变”, 前者是剧变、后者是缓变; 前者造就

了地球系统构架, 后者对这个构架不断改造和修饰, 

足够的改造修饰可以改变整个地球系统的面貌. 海

洋微型生物是碳循环的主要承担者和地球系统的主

要修饰者. 从微型生物入手, 结合同位素手段, 联系

古今, 有可能找到认识有机碳库的产生、积累、转化

及其与气候变化关系的一把钥匙. 在微型生物的作

用下, DOC 可转化成 CO2, POC, RDOC 分别进入不同

的碳循环途径和循环周期. POC 的沉降可以形成地质

记录、RDOC 则起到储碳作用、甚至协助储存 POC

的作用, 而 CO2 吸收和再生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循环, 而是伴随着复杂的氧化还原反应, DOC 碳库的

消长与之密切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 缺氧的条件下, 

动物可能会灭绝, 但 MCP 仍然工作. 而富氧条件下

也并不意味着 DOC 碳库就可以都被氧化, MCP 可以

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 DOC 碳库, 这就是其妙处. 缺

氧环境中 DOC 的出路受堵, 而 MCP 还在继续, 虽然

效率可能降低, 但可导致 RDOC库的积累. 当富氧条

件出现时 , 这个巨大的碳库可能被氧化 , 并促使

CaCO3 的大量生成和沉积, 表现为同位素负偏, 给出

气候反演的证据. CaCO3 的生成和沉积绝不仅仅是一

个理化过程, 而是由生物主导的过程. 生物主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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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限于人们熟知的钙化生物(如: 颗石藻)、所有的

自养、异养、原核、真核微型生物都参与其中, 因为

所有的生物都呼吸, 生物控制的钙化作用还在于细

胞的跨膜离子交换钙调机制. 事实上, 微型生物在

氮、硫循环中具有同理的机制. 为了获取有关的现代

过程参数并反演过去, 必须开展代表情景场所比较

研究. 通过多学科交叉渗透、跨越时空的反演、将会

导致对海洋碳循环乃至全球变化调控机制认识上的

突破.  

7  我国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海洋作为地球表层最大的碳汇, 正在发生着一

系列变化. 海洋碳汇赖以存在的生态基础正在以惊

人的速度消失. 浮游植物群“蓝色碳汇”正在全球范

围内以高于热带雨林 2~15 倍的速率消失[66]. 相对于

开发陆地森林“绿色碳汇”, 这类“蓝色碳汇”的保护和

利用更具挑战性. 特别是靠人类最近、受人为活动影

响最大的陆架边缘海, 尤其值得关注和研发. 尽管陆

架边缘海仅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8%, 但每年从大气吸

收 CO2 的量可相当于开阔大洋的 20%以上[67], 有着

巨大的研发潜力.  

我国海洋国土占国土总面积的 1/3, 管辖海域

3×106 km2, 主权国土 3×105 km2. 我国海域有着世界

上最宽广的陆架海和最深的边缘海, 占世界陆架边

缘海总面积的 12%, 纵跨温带、亚热带、热带. 中国海

的突出特点是同时受到长江、黄河、珠江等陆地径流

的强烈作用和世界最大边界流之一——黑潮(Kuroshio 

Current)的强烈作用, 海区环境时空变化剧烈. 与大

洋碳循环不同, 陆架边缘海碳循环受控于多变的环

境条件和复杂的调控机制. 大量陆源输入营养盐和

上升流带来的营养盐, 导致陆架海高的初级生产力. 

由于水浅, 形成的 POC 可以较快地到达海底沉积物

中去, 本来生物泵效率应该很高. 然而, 水浅也有其

负面效应: POC 再悬浮严重. 所以, 高生产力的近海

不见得一定是大气 CO2 的汇, 反而常常是 CO2 的源

(季节性的源尤为常见). 而河口生态系统大都是大气

CO2 的源[10,68]. 一方面, 在水动力作用下沉降到底部

的 POC 再悬浮, 导致相当部分有机碳再次被矿化形

成 CO2; 另一方面, 陆源输入的有机碳有一部分在陆

架海被矿化, 加之上升流带上来的高 CO2 的深层水, 

最后反而使部分海区成大气 CO2 的源.  

全球大多数的陆架边缘海是大气的碳汇, 相当

于大洋碳汇总量的 20%~30%. 我国海域以陆架海为

主, 初步研究显示, 东海总体上是一个碳汇, 南海总

体上可能是大气 CO2 的源[69]. 在深入研究储碳过程

与机制的基础上研发海洋碳汇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拥有 3×105 km2 主权海洋国土, 

然而, 这些海域主要是浅水近海, 受到长江、黄河、珠

江等陆地径流的强烈影响, 河口区被认为是大气CO2

的源[10,68]. 在河口海域, 大量陆源输入营养盐导致初

级生产力很高. 由于水浅 POC有相当部分会再悬浮, 

很快被矿化形成CO2; 即便是沉降到海底也会被沉积

物中大量的微生物迅速降解. 有机物质的降解消耗

大量氧气 , 会形成缺氧区(Hypoxia). 东海的长江口

季节性缺氧区达 12000 km2[70], 南海的珠江口常年性

缺氧区约为 72 km2[71]. 形成缺氧区的根本原因在于

富营养化, 富营养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陆源营养盐过

量输入. 每年全球大约有 54 Mt 的氮和 8.5 Mt 的磷从

陆地输出到近海[72], 施肥是这些营养盐的主要来源. 

在过去的 30年间, 近岸海域的富营养化现象越来越严

重, 已导致了许多海湾和河口缺氧区的出现、赤潮的

频繁爆发和大型绿藻引起的藻华事件等[73], 营养盐

污染和富营养化已成为沿海生态环境的主要威胁 . 

在我国, 进入长江并被带到东海的无机氮的水平在

过去30年增加了3倍多[74]. 事实上, 我国的化肥使用

已严重过量. 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 225 

kg/hm2, 而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

达到 435 kg/hm2, 是安全上限的近 2 倍[75].  

最近, 美国学者指出, MCP 原理也适用于陆地土

壤和其他环境的储碳[63,64]. 进而, 我们提出了陆海统

筹增加近海碳汇的观点[61]. 根据 MCP 的生态学原理, 

可以实施增汇生态工程. 目前, 我国近海的氮、磷等

营养盐过剩, 不仅造成富营养化、引发“赤潮”等看得

见的生态灾害, 更需要我们重视的是: 营养盐多了并

不利于有机碳的储存 . 因为过多的营养盐会促进

DOC 的降解[11,76], 不利于微型生物储碳[61]. 众所周

知, 铵盐可以被细菌迅速利用, 而硝酸盐也可以被具

有硝酸盐还原酶基因的异养细菌利用, 环境氮的可

得性可以诱导硝酸盐还原酶基因[77]. 编码硝酸盐还

原酶的基因(如, nasA 基因)在富营养水域比贫营养水

域中更丰富[77]. 陆源营养盐输入增加会降低 C/N 和

C/P比值, 促进DOC被异养微生物降解, 由营养盐造

成的呼吸作用加剧, 甚至会超过由营养盐增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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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提高, 这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高生产力

的河口海区, 却常常是 CO2 这个怪现象. 珠江口已经

出现这种情形[11]. 与此相反, 降低营养盐输入将有利

于 DOC 惰性化, 有利于微型生物储碳, 当氮磷营养

盐成为限制性营养盐时, 微型生物细胞就开始积累

碳[61,78~80](图 7), 即使是在富营养水域, 只要 C/N 达

到一定阈值时, 细胞仍然可以储碳, 甚至产生不易降

解的化合物或聚合物[81], 即便是细胞被噬菌体裂解

成为 DOC 释放到水里 , 这部分碳也不易降解(即

RDOC), 从而起到储碳的作用. 据此原理, 可以利用

MCP 的生源要素调控机制, 通过陆海统筹, 科学施

肥, 减少化肥流失, 降低陆源营养盐向海洋排放, 避

免有机碳被活化呼吸成CO2, 从而把陆源输入的有机

碳和河口生产的有机碳更好地保存在水中, 并随后

由海流带入大洋进入长周期储碳(图 8).  

就微型生物范畴而言, 进行 MCP 增汇是一个既

现实可行、又无环境风险的增汇途径. 与其他一般生

态工程(试图开拓生态位获益)不同, 这个生态工程的 
 

 

图 7  降低氮源供给促进微型生物细胞储碳 
(a) 氮充足条件下细菌呼吸作用活跃; (b) 氮限制条件下细菌以聚合

物方式储存碳[61] 

理念“不是改造自然生态系统、而是复原/修复自然生

态系统”, 即: 针对过度富营养化的海区, 通过减少

营养盐输入, 提高 C/N 和 C/P 比值, 降低有机碳被降

解的可能性, 保留更多有机碳在海洋中, 增加微型生

物碳汇. 就自养生物而言, 一般认为增加营养盐会提

高生产力, 并有可能增强生物泵. 这在贫营养的环境

中是正确的. 大洋施铁肥增加固碳储碳的生态工程 

 

 

图 8  增加微型生物碳汇原理示意图 
(a) 陆地大量营养输入导致近海溶解有机碳活化并被呼吸致使近海水域经常是 CO2 的“源”; (b) 通过实施海陆统筹生态恢复工程提高微型生

物碳泵的储碳能力, 有利于近海水域变成 CO2的“汇”[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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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个原理. 然而, 在富营养化的环境中, 增

加营养盐不仅无益于生产力的提高, 甚至导致呼吸

效应的加剧. 对于一个生态系统的储碳功能来说, 营

养盐处在什么水平是决定其功能效应的关键之所在. 

因此, 开展多指标的现场观测研究和对比研究, 对于

了解一个生态系统营养盐浓度拐点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既保证自养生产力得到足够营养盐供给, 又避

免异养呼吸作用不至于过强. 通过理论计算、现场实

验验证、并结合生物泵和 MCP 的对比研究可给出一

个特定生态系统的“最佳营养盐浓度”, 用于指导储

碳实践, 既达到和维持高的生产力和生物泵效应, 又

保持低的呼吸率和高的储碳效应.   

随着人们认识全球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

潜在危险日益增大, 遏制全球变暖、保护地球生态环

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 一些雄心勃勃的“地球工程

(Geoengineering)”业已提上议事日程. 例如: 在太空

地日平衡轨道上架设反光板; 在大气平流层播撒硫

酸盐气溶胶; 在海上向高空喷射海水制造反光盐; 向

大洋施铁肥增加固碳与储碳, 等等. 然而, 这些“地

球工程”不仅成本高昂 , 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环境问

题、对地球许多区域的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估量

的影响. 例如, 向大气中播撒硫酸盐颗粒, 可能会对

臭氧层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在海洋施肥可能引起

藻类大规模生长, 短时间大量积累的有机物质在海

洋上层就可引起缺氧、甚至导致动物死亡, 等等. 与

这些地球工程相比, 基于 MCP 的生态工程, 不是企

图改造自然, 而是尽量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生态系

统的影响. 这种生态工程只需要减少陆地土壤化肥

施肥量、减少肥料和水土流失, 几乎没有成本、没有

风险、没有不良后效.  

目前, 在海洋生物碳汇方面, 国内外还没有统一

的规范和标准, 我国应该把握此战略时机, 在陆海统

筹思想指导下, 尽快开展海洋增汇方面的系统研究, 

通过室内培养实验、船载模拟现场培养实验、海洋现

场围隔实验(Mesocosm), 获取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生态

过程参数,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关数学模型, 模拟不

同环境条件和生态情景下的生物泵与 MCP 的调控机

制和变动规律. 从而建立海洋储碳研究的整套观测技

术和分析方法、并建立海洋碳汇评价的指标体系、指

标标准体系、以及评价标准体系等. 这方面研究将填补

国际空白, 起到先导与引领作用, 并服务于我国的“减

排”、“增汇”国家需求. 这方面研发将产生巨大的生态

环境效益、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国际政治效应.  

中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地区之一, 

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区域旱涝灾害、水资源、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农林牧渔业和人体健康等将产生重

要影响, 并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

战. MCP 正是着眼于海洋碳循环和全球气候变化的

大背景, 将研究深入到海洋微型生物这些“看不见的

主角”上, 从新的角度探索海洋碳循环的机制, 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海洋增汇途径. 对于缓解我国 CO2 减

排的压力, 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提高我国在气候

问题国际谈判方面的话语权、主动权以及国际政治地

位都具有战略意义.  

致谢 感谢国家科技部“全球变化”重大科学计划“海洋微型生物碳泵过程与机制研究”项目组成员的讨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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